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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道 诗 文 审 美 张 力 的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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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蜀道在历代史书中一直是指“京都长安或洛阳入蜀的道路”，“张力”在英美新批评看来
是“冲突中见稳定”的诗歌结构模式。蜀道诗文的审美魅力在于:“汉三颂”文体写作中张力的存在，引
发了现代学者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求证。“蜀道难”与“蜀道易”的建构与解构，在历史时空中构成了此消
彼长的张力，折射了时代变迁和人生变故，令我们惊叹文化符号的无限意义。蜀道抒怀诗中的那种拯救
与逍遥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蜀道因其独特山川和历史遗存，可以为不同的人提供精神家园
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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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地理意义上的理解就是将蜀( 今四川) 作为目的地而开通的道路，应当包括周边入蜀之道路，

包括“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自云南入蜀的僰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陕西汉中入蜀的金牛道、
米仓道”［1］26。但就像任何政区地图需要确定一个行政中心一样，我国历代史书一直把京都作为中心，

也作为辐射全国的起点，所以蜀道在历代史书中一直是指“京都长安或洛阳入蜀的道路”［1］26。从古至

今，蜀道一直是文人骚客们咏叹和描写的重要题材，留下了众多诗文。“张力”一词最早由阿伦·退特

在 1938 年发表的《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后来 M·H·阿伯拉姆在《简明文学词典》的“张力”条目下

总结说: 许多新批评家用“张力”一词来描述诗歌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平衡、或“冲突应力的集合”、或对抗

趋势的和谐、或其他任何“冲突中见稳定”的模式［2］。英美新批评甚至认为伟大的诗篇都是内在的几种

冲动取得平衡的结果。探讨蜀道诗文的审美张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掘其艺术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一、纪实与赞颂:“汉三颂”作品的审美张力

纪实性的蜀道诗文，其描述对象常常与道路建设活动相关联，其表达的情感也以敬仰与赞美为主。
这些作品，常以勒石刻碑的方式记载和传承，其代表性的作品是陇右蜀道沿线的《西狭颂》摩崖石刻，故

道沿线的《郙阁颂》摩崖石刻，褒斜道沿线的《石门颂》摩崖石刻、二十四孔阁石刻，灙骆道上的华阳黑水

河山崖的石刻，金牛道上的梓潼长卿石屋与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鸣山摩崖石刻，等等。在纪实性的蜀道

诗文中，比较特殊的是所谓“汉三颂”《石门颂》、《郙阁颂》和《西狭颂》，因为它们把赞颂与纪实整合在

一起了，从而具有了很强的审美性。
被人们喻为“国之瑰宝”的《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 俗称《石门颂》) 是这类纪实性蜀道诗文的代

表。作者为汉中太守王升，写于东汉建和二年。颂词以道路与山泽关系为“起”，以蜀道在汉帝国统一

全国中所起的作用为“承”，以褒斜道当下的艰险为“转”，以杨孟文多次上书争取复修，使得褒斜道成了

通途为“合”。颂词的主题是强调经杨孟文的努力，修复后的褒斜道变得便利易行，促进了民众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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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交流和沟通:“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憘，农夫永同。春秋記异，今

而紀功。垂流亿載，世世叹颂。”［1］40

故道上留存的《郙阁颂》是东汉灵帝( 刘宏) 建宁三年( 170 年) ，为记载武都郡太守李翕倡导修建栈

道上的析里桥郙阁后在石崖上镌刻的颂词。作者为“掾吏”仇审，是李翕手下的贴身随从，书者为仇审

的儿子仇绋［3］，嗣后由工匠镌刻。颂词以析里( 今陕西省略阳县徐家坪乡) 地理险要、水流湍急、道路艰

难为“起”，以郙阁栈道更为险峻为“承”，以李翕到任后有建立功业造福一方之心决定修建析里大桥为

“转”，以仇审受命督建析里桥郙阁，使车毁人亡之险路成为“安宁之石道”为“合”:“闾阎充庶兮百姓欢

欣，佥曰太平兮文翁复存。”
陇右蜀道上的《西狭颂》刻于东汉建宁四年( 171 年) ，为记载武都郡太守李翕决定整修西狭道路而

作的颂词，作者依然是先一年在故道上作《郙阁颂》的仇审。可能是李翕接连修路架桥，深得民心，《西

狭颂》的颂词以描述李翕天资、性情和家世为“起”，以李翕受朝廷委任出任武都郡太守极力推行仁政为

“承”，以郡西狭道路危难阻峻为“转”，以李翕令部下组织全面整修道路使之“坚固广大，可以夜涉”，给

民众带来交通便利为“合”:“行人欢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风。”
“汉三颂”书写的是道路建设者对于恶劣环境的改造，表达的是战胜艰险建成通途的喜悦，尤其是

对于调配资源具有决策权的地方官员们为民造福的赞颂。在作者看来，主要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蜀道成

为南来北往沟通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大通道，方便了民众的沟通与货物的交流。
“汉三颂”的张力主要表现在文体写作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第九》中曾经讲到了“颂”体

写作范式的变迁。颂本来是祭神的舞歌，“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

雅序人，事兼变正; 颂主告神，义必纯美”［4］。后来，民众常用简短的词语或称颂合民意的作为，或嘲讽

不合民意的行为，于是“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颂体开始记述人间之事，“及三闾《橘颂》，情采芬

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 汉之惠、景，亦有述容: 沿世并作，相继于时

矣”。在写作实践中，颂体必须遵守的写作范式是: “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

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4］从刘勰总结的颂体写作范式中，我们至少可以析出如下构成张力的

条件: 一是立意必须融会经典，符合儒家的规矩① ; 二是话语必须清新明丽，可读性强; 三是手法可以铺

陈扬厉，但要朴素写实; 四是语气必须恭敬谨慎，表达敬慕之意。

①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解释:“典雅者，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考虑到“汉三颂”产生在《文心雕龙》之前，加之刘勰在写作上也使用了赋体的写作手法，因此“汉三

颂”的张力，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种: 在思想情感上的张力是“发乎情，止乎礼”，在话语表达上的张力

是写实与铺陈。在《石门颂》、《郙阁颂》和《西狭颂》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张力。作者情感上要赞颂

汉中太守杨孟文和武都太守李翕，但绝非溜须拍马过渡夸张，而是言必有据符合儒家的道德理想; 话语

表达上，既如实记载事情整个过程但手法上又具有文学性的铺张。其审美效果在于，既具有汉赋那样的

形式美感，清丽而激动人心，又具有善的中规中矩的道德指向，朴实而可亲。
有意思的是，“汉三颂”的这种张力，给后来研究者们留下了许多解释空间。比如《石门颂》中的“高

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就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充，因为从上下文语境看，“道由子午”
是“出散入秦”的方式，所以，郭荣章先生讲:“出散入秦，当时只能走故道( 一名陈仓道) ，根本不经子午

道。就文义而论，疑原文有误。”［1］43而马强先生则讲:“《石门颂》明言‘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来往路线

交待甚明，结合《汉书·高祖本纪》:‘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从杜南入蚀中’，说明刘邦赴汉中所

行乃长安以南的子午道，‘出散入秦’与《汉书·曹参传》所载‘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斄［tái］’
恰相印证。”［5］各种不同解读的存在，也增加了《石门颂》作为颂体写作的审美魅力。

二、建构与解构:“蜀道难”作品及文化符号的审美张力

蜀道诗词中有一种特殊现象，这就是将蜀道作为一种“难”的文化符号，寄寓文人雅士的思想情感。
西方学者厄姆贝托·埃科给符号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符号就是任何可以拿来有意义地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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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事物的东西。”［6］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用语词外还大量地使用非语词手段来进行交流，例如，

手势、姿势、信物、服饰、发式、香味、红绿灯、上课铃声等等，都指向一种意义，并实现交流。在我国，厨师

用鸡爪做一道菜，被称之为“凤爪”，赋予吉祥之意;《红楼梦》中赋予香味以高雅和粗俗的意味，“梅兰竹

菊”也都有自己特殊的所指。蜀道被人们赋予的所指就是艰难。
“蜀道难”作为文化符号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早赋予蜀道艰难意义的是《史记·项羽本纪》

中的范增。他给项羽建议:“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至南朝“蜀道难”成为乐府曲牌，南朝梁简文

帝萧纲在《蜀道难二首》中描绘了巫山巴水的险急和笛声猿啼的荒凉:“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

下复高，猿啼断还续。”继之有南朝梁陈间诗人阴铿的《蜀道难》描述了灵官峡( 今甘肃两当嘉陵江畔) 的

险峻、栈道的破败和行路的艰难:“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自此，蜀道与

艰难联系起来了，“蜀道难”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由于“蜀道难”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许多文人雅士便常常借“蜀道难”的文化符号，展开丰富的

想象，来寄寓自己的情感态度和对于人生社会的领悟。这就使得蜀道诗文在“蜀道难”的文化符号之

上，又多了一层意义指向。
最典型的寄寓性蜀道诗文当属李白的《蜀道难》。罗联添先生曾指出:“( 李白) 一生不曾涉足自青

泥岭至剑阁一段蜀道。其所描述路途之艰险，山水景物之奇特，部分出于想象，大部分系取旧籍，如扬雄

《蜀王本纪》、《蜀都赋》，张载《剑阁铭》、左思《蜀都赋》等所叙，加以剪裁增饰而成。”［7］如果说罗联添先

生是从作者角度强调李白《蜀道难》的寄寓性特征的话，那么刘刚先生则从文本角度强调了李白《蜀道

难》对于蜀道地理布局空间位置的依赖。他在对李白的《蜀道难》进行文学地理学解读中，认为李白《蜀

道难》文本结构与长安到益州的蜀道地理位置具有一致性，“古入蜀诸道之经由已明，求李白《蜀道难》
所述之蜀道即可迎刃而解”。李白《蜀道难》“先以时间为经，由古及今，次序写来; 后以空间为纬，由西

而东，铺排蜀道。铺写中，又择其险要，例举关山，明标暗点，备述诸条蜀道”［8］。两位先生的研究从作

者和文本角度证实了李白《蜀道难》是将“蜀道难”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的，由此也可确定: 李白以

想象和激情在艰险蜀道的符号展示中，寄寓了入蜀入幕为官为僚的艰难和危险。
与李白同时代的杜甫也写有蜀道诗，计秦州纪行诗 11 首，同谷纪行诗 13 首。其中《泥功山》地处

同谷境内，应入同谷纪行诗［9］，同时《泥功山》也是最典型的寄寓性蜀道诗词。如果说李白依据蜀道地

理位置来结构“蜀道难”的文化符号，那么杜甫则是用脚丈量了由秦州( 今甘肃天水) ，经同谷( 今甘肃成

县) ，到锦城( 今四川成都) 的整个陇右蜀道来细述“蜀道难”文化符号的。因此，作为文化符号的“蜀道

难”就显得真实具体，其寄寓也就更为深沉厚重。《泥功山》是这样刻画“蜀道难”文化符号的:“朝行青

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蜀道修远、泥泞，绵绵阴雨，维护不易; 尽管如此，但人的

追名逐利天性成为奔走于蜀道的动力，“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 蜀道众生虽孜孜以求，但最终的结

果是“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虚耗时间，搭上生命而毫无结果。因此要

谆谆劝导南下益州者，一定要慎重选择，“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相较于李白《蜀道难》所寄寓的警

告式的情感态度，杜甫《泥功山》则显得语重心长!

不同于李白、杜甫在艰难的蜀道描写中寄寓自己的思想情感态度，元曲中的“蜀道难”变异为一种

语词式的文化符号，亦即实写现实具体的生活情境，插入语词式“蜀道难”的文化符号，寄寓人生道路之

艰险。这样一来，“蜀道难”开始脱离蜀道描写，愈来愈具有约定俗成性和普遍认同性，成为一个所指意

义为艰难的文化符号。例如，元代词人杨果的《太常引·送商参政西行》散曲:“一杯聊为送征鞍。落叶

满长安。谁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阴将坛。西风旌旄，斜阳草树，雁影入高寒。且放酒肠宽，道蜀道，而今

更难?”为朋友商参政饯行，想到书生做官，将面临险恶官场，高处不胜寒，这就像行走蜀道入官入幕一

样，充满了不可知的风险和艰难。于是不胜酒力也要豪饮，复杂的别情尽在酒中! 马致远的《四块玉·
马嵬坡》散曲虽是写唐玄宗宠爱杨玉环历史事件，但也使用了“蜀道难”的文化符号，寄寓对统治阶级荒

淫误国的揶揄态度: “睡海棠，春交晚，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乱。不因这玉环，引起那禄

山，怎知蜀道难!”
伴随着“蜀道难”文化符号的建构，也发展起了“蜀道易”的解构。在中唐有一个叫陆畅的文人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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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而行之，作了“蜀道易”来解构“蜀道难”的文化符号。
据晚唐李绰《尚书故实》记载:“陆畅，字达夫。尝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 ‘蜀道易，易于履

平地。’南康大喜，赠绫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

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

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10］韦南康即韦皋，其在贞元元年( 785 ) 到永贞元年

( 805) 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陆畅想寄托的意图是，本来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

变成了坦途。
不同于陆畅的反其意而用之的解构，后来的文人雅士们则用“蜀道易”来表达个体的愉悦之情。北

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 ＜ 蜀道图 ＞》诗: “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

宜歌蜀道易。”［11］杨如晦在《蜀道图》中描绘了蜀道的美景和为行路艰难发愁却又看不到愁色的蜀道旅

人。晁说之观画时兴之所致，用了“蜀道易”来表达自己观赏时的愉悦之情。南宋范成大，曾赴蜀任职，

后来也写有几首借“蜀道易”来表达自己彼时彼地情感态度的作品。《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写道:“万

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12］卷十五;《点心山》写道:“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12］卷十八;《瞿塘行》
写道“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12］卷十九。

但到明代对于“蜀道难”又有了前文所述的“陆畅式”的反其意而用之的解构，这就是方孝孺的《蜀

道易 有序》［13］: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遂令三
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今逢天子圣，贤王之
德世所钦。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
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 1382) 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朱椿按照传统的礼教文

化治理蜀地，聘请方孝孺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尽管方孝孺知道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

但他表明自己是发自内心地写下《蜀道易》。既然“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他也就

反其意而用之，就要用《蜀道易》来赞颂朱椿的仁政。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化符号的“蜀道难”其张力在于: 建构和解构随着历史变迁和个人遭

际而消长。当诗人在乱世感慨仕途险恶人生艰难时，常常借“蜀道难”来寄寓自己这种感喟，从而不断

地对“蜀道难”进行建构; 当诗人在盛世表达自己的情趣或达观的胸怀时，则常常用“蜀道易”来寄寓个

体的愉悦之情，从而不断地对“蜀道难”进行解构。如果说作为文化符号的“蜀道难”体现着一种约定俗

成的文化陈规的话，那么“蜀道易”的解构意图，则更侧重于个体此时此地的心绪表达，从而更接近解构

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哲学追求，有一定的现代意味。

三、拯救与逍遥: 蜀道咏怀诗的审美张力

蜀道咏怀诗是指行经蜀道之人被沿线富有特色的景观打动，引起了情感波澜，浮想联翩，进而诉诸

笔端的诗作。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唐、宋以后蜀道交通也兴盛起来，蜀道抒怀的诗词也日趋增多。据马强先生考

辨，唐代诗人沈佺期、岑参、元稹、武元衡、于武陵、薛能、胡曾、郑谷等诗人，均经行过蜀道，来过汉中［14］，

“计有五十余位诗人有蜀道诗传世”［15］。到了宋代，相对咏蜀道诗文较少，但石介、赵抃、文同、苏轼、李
廌和陆游也都经行过蜀道，留下诗篇。元明清三代，咏叹蜀道诗词散曲仍佳作不断，经行过蜀道的杨慎、
方孝孺、何景明、杨一清、王士禛、宋琬等都有不少颇具文学审美价值的诗词作品。

阅读抒怀性的蜀道诗词，扑入眼帘的是文人雅士们那些鲜明而富有个性的风格，如沈佺期诗歌的冷

寂，岑参诗歌的清新，元稹诗歌的艳丽，李商隐诗歌的典雅，郑谷诗歌的含蓄，杨慎诗歌的清新，赵抃诗歌

的劲健，陆游诗歌的洒脱，等等。取个性风格视角研究蜀道诗词，可以窥出蜀道诗词的审美特色，但前人

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抒怀性的蜀道诗词在个性的发挥中，隐藏着普遍性的思想情感方式，而通过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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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方式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又能洞悉文人雅士们的文化价值追求。于是，蜀道与文人雅士们的血脉关

系，也就能显现出来。
蜀道连接京城长安与蜀地益州，本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意义，而历史上众多的重大事件

也在蜀道沿线上留下了遗存。这就使得行经蜀道的文人雅士们，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典故，不由自主

地生成指点江山式的拯时济世念头。此类蜀道诗词最集中地体现在李商隐的《筹笔驿》和陆游的《山南

行》中。
筹笔驿地处蜀道南栈，又称朝天驿，相传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筹措粮草以准备伐魏。李商隐的《筹

笔驿》写道:“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终不

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在诗中写的是诸葛亮的英武和出师

未捷的悲剧，但其中表达诗人自己情感的关键词则是“梁父吟成恨有余”的“恨”。此处虽然有“遗憾”
之意，但查《说文解字》“恨，怨也，从心艮声”，也有抱怨之意。由此看来，李商隐内心深处依然有拯时济

世的英雄情结。陆游的《山南行》更直接: “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

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踘分朋曹; 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

举目山川尚如故; 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 会看金鼓从天

下，却用关中作本根。”一方面写蜀道之行感受到“气俗豪”，看到的历史上多少“兴亡处”，一方面则抒发

出“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的统一之志。
蜀道作为古代连接北方和西南的大动脉，要翻越秦岭巴山，要渡过众多河流，要行经暖温带和亚热

带两个气候带，要体验与北方民众迥然不同的生活习俗。文人雅士蜀道行旅客观地将诸多地域差别连

接并集中为一条历时性线索，这必然给蜀道行经者在比较中带来鲜明而深刻的观感和印象，引发个体的

生存感受，促使个体回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思考自己的人生归宿，从而生成一种逍遥的人生态度。此类

蜀道诗词最集中地体现在清代王士禛的诗作中。
王士禛( 1634 － 1711) 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明亡时他年仅 10 岁。清顺治

十五年，王士禛中进士，后升迁至刑部尚书的高位。据王利民、查紫阳考证，王士禛在康熙十一年和康熙

三十四年两度入川，都是走嘉陵道北段，然后折向褒斜道，最后走剑阁道的阆中支线，途中所作诗歌结集

为《蜀道集》和《雍益集》［16］。一位高官行经在蜀道上，仿佛从牢笼中挣脱出来一样，处处感到新鲜，也

有一种解脱。因此，王士禄序王士禛诗曰: “贻上顾岸然不屑犹昔也，高斋视事之暇，泼墨赋诗，击钵征

句，数千百言立就，风格之高逸，笔墨之曲折，盖若得江山之助。”自然山川与诗人性情缱绻绸缪，美丽意

象与和婉声韵相得益彰，神韵中又折射生命脆弱短暂的伤感。例如《七盘岭》: “七日行褒斜，目聩耳亦

聋。绝顶忽开豁，白日当虚空。褒水出谷流，汉江绕其东。巴山跨秦蜀，蜿蜒连上庸。川原尽沃野，天府

如关中。桔柚郁成林，稻苗亦芃芃。襄阳大艑来，千里帆樯通。当年号天汉，运归降准公。将相得人杰，

驱策芟群雄。一战收三秦，遂都咸阳宫。智勇久沦没，山川自葱茏。跋马向褒国，日落烟濛濛。”从出褒

谷开始，诗人的舒畅情绪与秀丽的汉中平原融为一体，陶醉中联想到刘邦当年出散入秦，苍翠的山川却

又展现在眼前，历史的沧桑巨变转化为空间的自然永恒，恰在这生之寄托的彻悟中，猛然惊醒地回到现

实世界，“跋马向褒国”，必须继续行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像朦胧的日落一样，油然而生。这与

杨慎“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拯救与逍遥构成了蜀道抒怀诗词的永恒的审美性张力，而这种张力根植于蜀道的历史和地理。无

论什么样的文人雅士，总能在蜀道行走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成无限的眷恋之情。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见，取英美新批评派“张力论”的文学结构模型来发掘蜀道诗文的审美魅力，有助于我

们更清晰地把握蜀道诗文的美学特征，也有利于我们追根溯源地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蜀道诗文中

的精品进行新的分析。
蜀道诗文中张力的存在，引发了现代学者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求证。“蜀道难”与“蜀道易”的建构与

解构，在历史时空中构成了此消彼长的张力，折射了时代变迁和人生变故，令我们惊叹文化符号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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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蜀道抒怀诗词中的那种拯救与逍遥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蜀道因其独特山川和历史遗

存，可以为不同的人提供精神家园的载体，才为一代又一代人所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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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6 页)
计 9 天时间。传世史书记载的从兴元府到凤翔府的行程( 9 天) 与出土的敦煌文献中记录的归义军使团

所花费的时间( 9 天) 完全是符合的。唐僖宗行在朝廷到达凤翔府后，由于京师长安宫殿被战乱焚毁，修

葺未完成，只得暂时停留在凤翔。唐僖宗銮驾返程终点到达凤翔府，但唐宋史书未明确记录所走为哪条

道路。严耕望先生通过考察唐三帝( 玄宗、德宗、僖宗) 四次南幸兴元，往返八程道路，“除去德宗去程及

僖宗第一次去程取骆谷道之外，其余六次皆取散关道，无一取( 汉魏) 褒斜古道者”。如果严先生据此去

说明僖宗两次归程，“虽不知取褒城—凤州道，或者取兴州—凤州道，但可以肯定，绝不是取眉褒间汉魏

之褒斜古道可知也”的结论仅仅是推测，而缺乏历史实际证据的话，那么，前述敦煌文献中明确记载的

归义军使团从兴元府到达凤翔府所用去的时间( 约 9 天) ，不仅与唐宋时期兴元府至凤翔府之间“褒斜

道”的里程数之间高度契合，而且也与传世的唐宋史籍中明确记载的唐僖宗车驾从兴元府到达凤翔府

所用去的时间( 约 9 天) 完全一致的情况，已可以证实严耕望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也就能够补正史记

载的缺漏与不足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契合，证明了光启三年唐僖宗銮驾回京的路线是沿着“兴

元府—褒城—回车戍—凤州—散关—凤翔府”这条晚唐时期沟通关中与汉中的主要的交通干线。这正

是敦煌文献中写于唐光启三年的公文的无比珍贵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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